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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

慈善组织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

参与路径
——以残疾人社会组织为例

朱健刚

［摘 要］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成为深化残疾

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力量。我国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强化政府部门兜底保障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也大力支持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并在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中发挥主体性作用，描绘出了我国残疾人事业逐步迈向整体性治理的生动图景。基于政

策检视和行业扫描，本文认为，提供专业服务、开展志愿服务、链接慈善资源、构建行动网络、

参与政策倡导是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行动策略，并呈现出嵌入式发展、

网络化协同、项目制联结、多业态融合、新科技应用的总体特征。虽然我国培育发展残疾人社

会组织的政策环境正在逐步优化，但是制约其发展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亟待推进社

会组织立法、完善整体性治理网络、拓展多元化筹资渠道以及增强科技赋能，进而推动残障公

益生态实现更好发育。

［关键词］ 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组织；残障公益生态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解决残疾人问题，着力保障残疾人充分享有平等参与、

公平发展的权利。在新时代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让广

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

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a 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显然不能单纯依靠市

场主导的第一次分配和政府主导的第二次分配，同时也需要慈善主导的第三次分配充分发挥

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

业全面发展”，同时要求“引导和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

［作者简介］  朱健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公益慈善、社区发展、
残疾人社会保障等。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残疾人社会组织活力的社会机制研究”（21&ZD182）；南开大学文
科发展基金重点项目“第三次分配视域下的公益慈善事业研究”（ZB22BZ0108）。

a 2014 年 3 月 21 日，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之际，习近平致信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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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a 通过采取提供专业服务、开展志愿服务、链接慈善资源、构建行动网络、参

与政策倡导等多元化行动策略，社会组织在残疾人慈善救助、医疗康复、托养照护、就业支持、

融合教育、法律援助、文化体育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残疾

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主体。但总体来看，当前我国残疾人社会组织 b 依然存在数量少、

规模小、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作用发挥有待提高等问题，c 与残疾人多层次服务需求相比还

有较大差距。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残疾人社会组织的政策环境和研究脉络，其后重点分析了

其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行动策略和总体特征，最后针对当前制约残疾人社会组织

发展活力的现实挑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残疾人社会组织及其中国情境

残疾人社会组织的出现源于残疾人公共服务供给中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失灵，同时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日益兴起的残障权利运动相伴而生。残疾人社会福利理论的整体

主义转向，为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理论框架。

（一）残疾人社会福利理论的整体主义转向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美国独立生活运动的兴起，残障政治首次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此后的十余年间，欧洲和北美的残障社会活动家及自组织不断抗议理解残障的单一医学模式，

以及与其相匹配的社会福利政策。大体而言，国内外残障研究深受“社会融合”和“普同权利”

两大范式的影响，并且表现出趋于整体主义的范式转向。社会融合范式包括残障研究的医学模

式、社会模式及整合模式，强调残疾人的特殊性，主要从残疾人个体的生物 - 心理机能和残疾

人群体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来理解残障的形成过程以及消除障碍的可能路径。普同权利

范式包括残障研究的社会权利模式和普同模式，认为每个人在生命历程的某一阶段都有遭遇障

碍的风险，力图从社会权利和生命历程等理论视角，将残疾人从社会少数群体拓展到普遍意义

上的社会公民。

如果说社会融合范式是从消弭残疾人歧视的角度来增进社会的包容性，那么普同权利范式

则是从消解残疾人概念的角度来推进全民健康治理。d 我们由此看到，部分残疾人社会组织将

使命愿景确立为促进残疾人的社会融合，部分则致力于通过倡导来实现普同权利，而更多的是

选择了更加综合的发展路径。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残疾人社会组织的特殊性在于其成

立和发展大多来自于受益群体的自助、互助和他助。

与此同时，这种整体主义视角同样影响了残疾人社会福利理论的发展，推动残疾人社会福

a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

b  本文所研究的残疾人社会组织主要是指为残疾人提供服务、增进残疾人福利、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和
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各类公益慈善组织。

c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民政部：《关于促进助残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残疾人服务网：https://www.
cdpf.org.cn/hdjl/gjfl fg1/zzjslzc/9b7683f9050342138d5cedcc905c4e42.htm，2014 年 11 月 20 日。

d  朱健刚、严国威：《迈向整体性治理：残疾人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与现实路径》，《残疾人研究》2022 年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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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制度从政府包办转向多元治理，将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整体性治理的逻辑理路。兴

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主张为了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的效率，应该尽量减少政

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基础的配置作用，同时引导残疾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a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盛行的福利多元主义模式源于对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反思，试图超越政府与市场二

分的传统思维，强调行政分权和多元参与，主张社会应培育自助精神而非过度依赖政府。b21

世纪初叶由希克斯等学者提出的整体性治理理论被认为是继传统官僚体制、新公共管理之后公

共行政学的第三波典范，旨在回应新公共管理对政府运作所带来的部门化、碎片化和裂解性问

题。c 它将政府运作的核心聚焦于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而非政府的行政问题，这不仅需要单一

政府职能部门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协作，以及公私部门的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迈入 21 世纪之后，我国逐步树立起以“平等、参与、共享”为内核

的残疾人发展理念，在持续强化残疾人基本民生保障的同时，建立健全多元参与的残疾人公共

服务体系，更加注重提升残疾人的可行能力。2008 年，我国首次以中央文件的最高规格出台《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要求在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加

强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残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社

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正式将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国

家总体规划并予以优先发展。早在 2009 年，中国残联就先后与江苏、湖北、陕西等重点省份

以及广州、武汉、成都等重点城市签订试点协议，将 2010 年确定为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和服务体系建设全面启动之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十三五”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等政策规划均设置了“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专章，《“十四五”

公共服务规划》更是提出着力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残疾人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战略指引。

在此背景下，国内已有研究重点讨论了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政策的演变方向，主张供给主

体应当由家庭、政府为主转变为社会组织为主，供给内容应当从满足生存性需求转向支持发展

性需求。d部分学者认识到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作用，e并为培育发展残疾

人社会组织提出了具体措施。f 例如，王名和丁晶晶主张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强化政府的

公共服务职能，以打造服务型社会组织为目标完善残联的职能与定位，以凝聚社会合力为抓手

a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政治学研究》2002 年第 3 期。

b  参见 Johnson Norman, The Welfare State in Transi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Pluralism, University of Massa-
chusetts Press, 1987.

c  胡象明、唐波勇：《整体性治理：公共管理的新范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

d  周沛：《社会治理背景下中国残疾人福利模式构建——问题、逻辑及优化》，《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2016 年第 5 期；孙玉梅：《残疾人社会融合及支持体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
毛小平：《内地与香港：残疾人社会支持比较》，《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e  周沛：《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探析》，《江淮论坛》2019 年第 2 期；陈蕊等：《社会
组织参与农村残疾人社区康复的实例研究——以北京市怀柔康怡残疾人职业康复劳动站为例》，《社会福利（理
论版）》2019 年第 1 期；吴兴：《残疾人社会组织供给侧改革研究：以江苏省为例》，《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

f  储亚萍：《政府购买助残服务的思路创新——以合肥市的实践为例》，《理论探索》2016 年第 3 期；葛忠明：
《残疾人自组织规范化发展的路径探索》，《山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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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a 唐钧则探索建构一个以民间为基本立场的混合型

残疾人社会服务体系，其包容了社会的、准政府的、准市场的三种性质上既有区别亦有联系的

社会服务机构，同时拒绝绝对行政化和绝对市场化。b 这些研究在应用和反思西方残疾人社会

福利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充分展现了中国残疾人社会组织发展的特殊情境和政策空间。然而，

不同于西方的非营利组织（NPO）或非政府组织（NGO），中国残疾人社会组织的边界往往是

模糊不清和充满争议的。这需要我们在中国情境下以历史的眼光来理解残疾人社会组织。

（二）中国情境下残疾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随着近代中国逐步确立起现代国家制度，传统的以善会善堂救济和官商临时赈济为主要形

式的残疾人慈善救济逐渐向近代社会福利转型，由西方传教士、本土实业家及地方政府举办的

救济院、麻风病院、教养工厂、特殊教育学校等社会福利机构在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c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通过改造或新建各类社会福利机构，集中收养或安置无

依无靠的重度残疾人、残疾孤儿、残疾老人、精神残疾人和残疾军人。1953 年成立的中国盲人

聋人协会，是中国最早的残疾人自组织。1988 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盲人聋哑人协

会和联合国残疾人十年中国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合并组建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拉开了我国推进

省市区（县）三级残联建设的序幕。在中国残联的推动下，中国盲人协会、中国聋人协会、中

国肢残人协会、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先后成立，各省市残

联也完成了五大专门协会配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残疾人事业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残疾人组织

充分发挥作用”的工作体制，残疾人社会组织的政策环境和行业建设加快推进。其中，2008 年

是我国残疾人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残疾人

权利公约》，作为西方舶来品的残疾人自组织（DPO）概念开始在国内迅速推广；《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进行首次修订，新增了残疾人社会组织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权利与义务；《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重磅出台，首次提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国家扶持、市场推动”的残疾人事业发展原则。

2013 年以来，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以及财政

部、民政部、中国残联等 6 部门《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

件陆续出台，各级政府和残联开始通过购买服务项目或服务岗位等形式，将适宜的残疾人服

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2014 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民政部关于促进助残社会组织发展的

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对培育发展助残社会组织进行了专项部署。2016 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将提供助残等公益服务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列为重点培育、优先发展的四类社会组织之一，

实施直接登记制度。迈入新时代，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第三

次分配政策纳入基础性制度安排，更是为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创造了前所

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

a 王名、丁晶晶：《中国残疾人社会管理的创新路径》，《学会》2012 年第 9 期。

b 唐钧：《非营利组织与残疾人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教学与研究》2012 年第 8 期。

c 参见相自成：《中国残疾人保护法律问题历史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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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吊诡的是，当前我国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残疾人社会组织的定义却莫衷一是，

“残疾人社会组织”常常与政策话语中的“残疾人组织”“助残社会组织”以及实务领域中的“残

障公益组织”等同类概念相互混用。一般而言，狭义上的残疾人社会组织是指以为残疾人提供

服务、增进残疾人福利、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为宗旨，以开展残

疾人所需的各项服务为主要业务的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

位）和基金会，广义上还包括了纳入群团组织的残联，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社会企业，以及未登

记的志愿服务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等。关于我国残疾人社会组织的数量与规模，目前缺乏权威

统计数据。官方公开材料显示，截至 2017 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共登记注册助残社会组织

6200 余个，其中社会团体 1500 余个、社会服务机构 4600 余个、基金会约 100 个。截至 2018 年，

全国共成立各级残联 4.2 万个，建立省、地（市）、县三级五类残疾人专门协会 1.6 万个。a

面对我国残疾人社会组织复杂多元的组织属性和发展脉络，相关研究非常强调分类，b

不同的分类实际上揭示出截然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总体而言，国内残疾人社会组织研究

存在法团主义、第三部门和社会创新等理论脉络。法团主义理论主要针对党政机关兴办的社

会组织，包括人民团体、群团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等，它们被视为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纽带，

具有单一性、强制性和非竞争性的结构安排以及明晰的层级秩序和功能分化，各级残联、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残疾人专门协会是其中的典型。第三部门理论主要针对民间公益组织，它

们通常在民政部门登记或基层政府备案，运作资源大多来自政府购买服务、慈善募捐或者基

金会资助，因其灵活性、自主性和独立性而被认为能够有效回应残疾人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

和市场的失灵。社会创新理论强调跨越三大部门的界限，以创新方式解决残疾人问题，重点

研究那些将市场机制融入社会服务的新型组织——社会企业。与残疾人公共服务机构和社会

组织相比，社会企业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政策效益的配置更加合理，被认为是我国残疾

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路径。c

但事实上，中国社会组织并非是独立性很强的第三部门，国家的主导性和社会的依附性表

现得尤为明显，学者们由此提出“形同质异”d“分类控制”e 等诸多本土化概念。康晓光进一

步提出“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用以描绘理性政府通过“控制”和“功能替代”来管理社会

组织的现象。f通过培育可控制的社会组织体系，政府既可以利用“非政府方式”满足社会需求，

也有利于维护政府权威和社会稳定。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先后衍生出“治理式吸纳”g“嵌入

a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 70 年》，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
zhengce/2019-07/25/content_5414945.htm，2019 年 7 月 25 日。

b  Chao Zhang,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The Emerging Disability Movement and Advocacy in China," Disability 
& Society, 2017, 32(7); Xinye Wu, Weixu Wu, "Mapp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s in China: 
Main Types and Current Status," Disability & Society, 2022, 37(2)；梅运彬、王国英：《残障人社会公益组织建设
与发展研究》，《残障权利研究》2014 年第 1 期；柯少愚：《助残社会组织的特性与分类指导》，《学会》
2016 年第 9 期。

c  朱健刚、严国威：《从庇护性就业到支持性就业——对广东省残疾人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的多个案研究》，《残
疾人研究》2019 年第 1 期。

d 参见沈原、孙五三：《制度的“形同质异”——以中国基青会及其对外交往活动为例》（打印稿），1999 年。

e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

f 康晓光、韩恒：《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

g 杨宝：《治理式吸纳：社会管理创新中政社互动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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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控制”a“行政吸纳服务”b 等同类概念。这些本土化概念构建出了不同于法团主义、第三部

门的解释框架，对于理解中国情境下残疾人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尤其是与政府部门、残联的互

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残障公益生态来看，如何定位兼作业务指导单位和行业枢纽组织的残联显得至关重要。

因而，已有研究重点探讨了残疾人社会组织和残联的互动关系，主张二者之间应当建立起更加

平等和自主的伙伴关系而非雇佣关系。c 在现实情境中，尤其是随着群团组织改革的深化，各

级残联不断推进自身的社会化转型。2013 年，中国残联在北京、江苏等 6 省（市）开展残联组

织社会服务管理试点工作，重点探索残疾人社会组织准入标准、人才认证、行业自律、服务规范、

资金扶持等方面的管理机制建设。2014 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民政部关于促进助残社会组

织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残联及所属的残疾人服务机构、残疾人专门协会为助残社会组织

提供业务指导、人员培训、政策咨询以及服务购买，协助政府做好助残社会组织服务和管理。

早在 2012 年，北京市残联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指导区县残联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职能

作用的意见（试行）》，推动残联在培育发展残疾人社会组织中发挥枢纽作用。2020 年，深圳

市在国内率先完成市级残联改革，通过设立兼职副理事长、兼职理事等方式，吸纳优秀社会人

士和残疾人代表进入残联领导机构。2021 年，广东省残联印发《广东省助残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基地管理办法》，通过提供办公场所、开展政策咨询、组织培训活动、链接慈善资源等方式，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培育发展助残社会组织。

综上所述，国内残疾人社会组织研究形成了残障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两条脉络，学者们在

应用和反思西方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富有启示意义的本土化概念。但是已有研究大多

为政策和理念层面的探讨，关于残疾人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的案例研究数量不多，立足中国残疾

人事业发展脉络审视残障公益生态建设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鉴于此，本文试图回归残疾人社

会组织发展的中国情境，通过政策检视和行业扫描，初步构建残疾人社会组织行动策略和行业

生态的描述性框架。

二、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行动策略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我国相关政策文件对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的重点领域和工作内容进行了框定。例如，《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工作的意见》

优先支持社会组织在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照料、残疾人就业培

训与岗位提供、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方面提供服务。《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民政部关于促

进助残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引导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基本生活、医疗康复、教育就业、

a  吴月：《嵌入式控制：对社团行政化现象的一种阐释——基于 A 机构的个案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3
年第 6 期。

b 唐文玉：《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公共管理学报》2010 年第 1 期。

c  方英、谢建社：《残疾人联合会与残疾人社会组织的关系定位——论残疾人联合会的社会管理创新》，《学会》
2012 年第 3 期；曲绍旭：《助残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路径研究》，《残疾人研究》2014 年第 4 期；曹跃进等：
《助残社会组织工作现状分析与发展思路》，《残疾人研究》2014 年第 4 期；秦琴：《农村残疾人社会组织建
设现状分析——基于湖北的调查》，《江西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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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养服务、扶贫济困、法律救助、文化体育、无障碍建设、社会工作等方面提供服务。《“十四五”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关心我的残疾人

邻居”等助残志愿服务以及“集善工程”“通向明天”等残疾人专项服务的同时，也强调吸引

慈善资金投入残疾人事业。从工作实践来看，残疾人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更加多元，既包括直

接满足残疾人需求的各类专业服务、志愿服务以及慈善救助，也包括致力于构建残障公益生态

的行动网络建设和公共政策倡导，呈现出从服务到倡导的发展光谱。

（一）提供专业服务

通过整合专业力量和慈善资源，为有需要的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医疗康复、集中托养、融

合教育、就业支持、心理咨询、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业服务，是残疾人社会组织尤其是残疾人

社会服务机构最核心的行动策略。例如，1993 年创办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是国内第一家专

门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的民办教育机构，探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为孤独症儿童家长

和成年孤独症患者提供支持性服务的专业知识体系。2016 年成立的广州市融爱社会服务中心是

华南地区第一家以视障人士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服务机构，重点在残疾儿童教育、残疾人就

业、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方面提供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

除了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之外，各类社会企业也积极为残疾人提供支持性就业、医疗康复、

融合教育等专业服务。例如，成立于 2007 年的深圳市残友软件有限公司隶属于深圳残友集团

旗下，主要安置肢体残疾人从事软件开发和销售，在 2015 年成为中国首家成功挂牌上市的社

会企业。2014 年成立的中德融创工场致力于为残疾人创造汽车零配件加工等融合就业机会，同

时通过融合学院、特殊毕业生就业衔接、就业辅导员培训等公益项目赋能残疾人，提升他们的

职业发展能力。与此类似，2015 年成立的深圳喜憨儿洗车中心是一家由心智障碍儿童家长创建

的社会企业，致力于为心智障碍者提供支持性就业机会。成立于 2018 年广州市合木残障公益

创新中心主要为残障青年提供各类创新服务，品牌项目包括赋能残障青年自我成长的“合木有

学——残障青年心智成长学院”，国内首个培养视障人士成为精品咖啡师的“手心咖啡——视

障咖啡师培养计划”，以及旨在重塑盲人按摩师定义的“买时间正念按摩——身心按摩师培养

计划”等。深圳市复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聚焦于打造专业化的孤独症谱系儿

童服务平台，为孤独症儿童及家长提供干预康复、融合支持、家长培训及科普咨询等专业服务，

目前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开设了近 30 家 RICE 康复中心，并积极推进建设接收

孤独症儿童的融合幼儿园。

（二）开展志愿服务

相较于上述专业服务，助残志愿服务具有专业门槛更低、全民参与性更高的特点，因而成

为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第二种常见

行动策略。自 2011 年起，我国将每年的 7 月 6 日确立为“全国志愿助残阳光行动主题日”。

2014 年以来，团中央、中国残联持续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动员青年志愿者

和残疾人社会组织为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生活照料、支教助学、康复陪伴、就业支持、文体服

务等志愿服务。截至 2021 年 9 月，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共吸引全国

3000 余个项目参赛参展，带动青年志愿者参与助残志愿服务超过 75 万人次，为基层提供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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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残资金超过 850 万元。a

2015 年成立的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是一家官方发起的行业枢纽组织，在培育助残志愿服务

品牌、推动全国志愿助残服务规范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与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中

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合作推进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中国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邻里守望”社区助残项目、中国文艺志愿者公益演出季等助残志愿服务，同时

积极培育助残志愿服务骨干人才。b 从 2015 年起，湖北省残联牵头有关部门持续开展湖北省“关

心你的残疾人邻居”项目，动员社会资源为残疾人提供医疗康复、教育就业、托养服务、文化体

育、信访维权、法律援助、组织培育等方面的志愿服务，被誉为掀起了荆楚公益新浪潮。截至

2018 年 10 月，两期项目共遴选实施助残志愿服务项目 128 个，投入资金近 1200 万元，覆盖全

省所有县市区，直接惠及残疾人及家属 320 多万人次。c 成立于 2002 年的广东狮子会是中国狮子

联会单位会员，由时任广东省残联理事长郭德勤担任创会会长。成立二十年以来，广东狮子会积

极参与助残、助学、敬老、恤孤等领域志愿服务，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扶残助残先进集体”

等荣誉称号。截至 2020 年 7 月，广东狮子会累计投入慈善资金 4 亿多元，全国范围内受益群体

超过 800 万人。其中，“视觉第一”项目累计为国内 2 万多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d

（三）链接慈善资源

在提供公益服务的同时，残疾人社会组织也积极动员企事业单位和公众的慈善资源，为有

需要的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医疗救助、教育资助、就业补助等资金救助，成为它们参与残疾人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第三种重要行动策略。以基金会、慈善会以及其他慈善组织为代表的残疾

人社会组织在其中扮演着关键性的平台角色，它们通过联结社会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基

层残联、社区居委等网络，将各类慈善物资有效输送到需要支援的残疾人手中。这种以社会资

源的动员和分配为驱动的慈善共同体，正在形塑残疾人群体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在新冠肺炎

疫情管控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成立于 1984 年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是中国残联的组建单位，当前我国大部分省市也

都成立了地方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并且纳入同级残联系统管理，成为了为当地残疾人事业发展

链接慈善资源的重要平台。三十多年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累计募集慈善资金超过 70 亿元。

其中，2007 年接受交通银行 1 亿元捐赠，定向支持中国残联开展“通向明天——残疾青少年助

学计划”，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残疾人学生提供生活费用补贴以及开展特教学校教师表彰

和培训。其在 2009 年启动的“集善工程——助听行动”累计募集慈善资金超过 1 亿元，为 3

万多名听障人士提供医疗康复救助，并且成为其与地方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以及残

疾人社会组织实现联动的重要平台。

与此同时，民间发起成立的各类残疾人基金会在链接慈善资源方面同样颇有成效。例如，

a  中国青年志愿者：《全国志愿助残阳光行动主题日，一起行动起来吧！》，中国青年志愿者网：http://zgzyz.
cyol.com/content/2021-09/28/content_19017420.htm，2021 年 9 月 28 日。

b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努力开创新时代志愿助残工作新局面》，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方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LRyyLZyLArnhXoyEyNxBfA，2022 年 3 月 10 日。

c  湖北省文明办：《湖北省“关心你的残疾人邻居”项目》，中国文明网：http://www.wenming.cn/zyfw/2018sg100/
zjzyfwxm/201811/t20181129_4917048.shtml，2018 年 11 月 29 日。

d  广东狮子会：《广东狮子会简介》，广东狮子会官网：http://www.gdlions.org.cn/About/lions_gd.asp，2022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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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由郑卫宁捐资成立的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为深圳残友集团“三位一体”组织架构的

重要主体，其发起的“百城万人”居家残疾人远程就业计划积极链接电商企业资源，推动居家残

疾人借助现代科技实现就业自养。广东省残培发展基金会由广州残疾者英语培训中心创建于

2013 年，后者是国内首家专门为残障人士免费提供大专教育的民办慈善学校。自成立以来，其

积极链接跨国企业和杰出校友资源，持续实施残障青年大使项目，为残障青年对接企业实习岗位

并提供经费资助。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成立于 2018 年，致力于联合行业伙伴在项目创新、能

力建设以及社会倡导层面发挥更大效用，改善心智障碍群体的生活品质、彰显其生命尊严。2020

年以来，由其牵头组建的“特需困难家庭疫情期间紧急救助网络”积极链接壹基金“海洋天堂”

计划等慈善资源，为疫情反弹、郑州暴雨灾情等期间有需要的心智障碍者家庭提供慈善救助。

（四）构建行动网络

在提供专业服务、开展志愿服务和链接慈善资源的过程中，构建行动网络成为残疾人社会

组织的重要行动策略。这包括通过直接举办或孵化各类关联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推动残疾人

社会组织自身从单一组织走向事业集群，也包括与关注共同议题的其他残疾人社会组织、家长

自组织联合组建互助网络。

在事业集群方面，1990 年发源于广州的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在 2000 年进军北京，成立

了全国第一家智障人士社区化服务机构——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随后通过创建本地机

构的方式将慧灵品牌拓展至全国四十余座城市，并由香港慧灵提供后援支持。2006 年创办的一

加一残障公益集团致力于在国内推广及培育残疾人自组织，目前运营着 1 家基金会和多家社会

服务组织及社会企业，其中包括 2016 年成立的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2011 年成立的北京市丰

台区声波残障社会服务中心、2014 年成立的上海长宁区声波残障公益发展中心、2016 年成立

的北京市知了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等社会服务机构，以及 2014 年成立的上海心解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北京其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社会企业。

在互助网络方面，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将机构使命从为孤独症儿童及家庭提供支持服务

拓展至为同类社会组织提供技术支持，2005 年发起成立“心盟孤独症网络”，为全国 60 家民

间孤独症服务机构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成立于 2014 年的全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盟

由 17 家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合发起，共同启动了融合中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网络项目，

为国内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和家长互助小组搭建交流互助、联合筹款、共同发声的平台，成为

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

等残疾人社会组织开展服务和倡导的重要行动网络。截至 2020 年 12 月，该网络已培育和支持

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 287 家，服务范围覆盖全国 310 个区（县）。成立于 2015 年的深圳市守

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关爱协会的前身是 12 位孤独症儿童家长在 2001 年发起成立的深圳市孤独症

儿童家长资源中心，致力于通过建立各类家长互助网络，为心智障碍者家庭提供专业服务。

2015 年，其联合上海彩虹俱乐部、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香港学前弱能儿童家长会、

澳门弱能人士家长协进会、台湾智障者家长总会联合发起“守望心智障碍家长组织网络”，为

各地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搭建交流平台。

（五）参与政策倡导

在行动策略发展光谱的另一端，部分残疾人社会组织重点关注残疾人权益保障问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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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制度化渠道，持续改善残疾人相关公共政策。这也成为残疾人社会组织构建各类行动网络

的重要缘起，力图从制度层面改善残疾人及家庭所面临的刻板印象和权利不对等格局。

这一方面表现为残疾人社会组织尤其是官方发起成立的学术性社会团体、行业协会通过承

接政府职能转移或者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积极参与相关政策法规、行业标准的制定。例如，

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依托专家资源，协助中国残联、中央文明办等部门编制《关于进一步做好

志愿助残工作的通知》，推动北京、黑龙江、湖南等地出台《助残志愿者管理办法（暂行）》《关

于加强志愿助残服务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同时推进助残志愿服务行业标准建设。成立

于 2008 年的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是第一家全国性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社会团体，与残疾人

专门协会、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网络建设类似，当前广东、江苏、湖北等省市都有成立地方性

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依托中国残联课题招标、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论坛以及《残疾人研究》

杂志等研究平台以及专家学者资源，其在我国残疾人事业政策法规制定和政策话语体系构建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民间自发成立的残疾人社会组织也积极动员专家学者、法律人士、媒体记者、

残疾人家长、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在制度化渠道内通过联合行动等方式参与相关政策法规的

制定，代表残疾人发声。例如，在 2005 年中国残联就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向社会征求意见期间，北京慧灵联合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以及残

疾人社会组织独立起草了一份立法草案，并试图直接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加一残障公益

集团将政策倡导定位为残疾人自组织（DPO）区别于其他类型残疾人社会组织的首要特征，a

在 2012 年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中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情况的报告，为相关责任主体进

一步落实残疾人权利保护工作提供可行性建议。2019 年，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启动特殊需要

信托助力心智障碍者家庭项目，试图联合各方力量推动特殊需要信托制度建设。2020 年 9 月，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专家学者、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等残疾人社会组织以及心智障碍者家长

的倡议下，深圳市残联、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出台《关于促进身心障碍者信托发展的指导意

见》，成为全国第一个身心障碍者信托规范性文件。作为融合中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网络的

重要成员，2003 年成立的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聚焦于“提升家长的能力和参与，倡

议政策完善与社会共融，推动可及并专业的服务”，将融合教育、残疾人支持性就业等领域政

策倡导作为组织核心工作。2020 年，其联合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提出的义务教育阶段残

疾儿童摸底排查和入学评估，残疾儿童就近入学、应随尽随，以及一人一案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等政策主张，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得到充分体现。

三、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直接提供公益服务，还是推动构建残障公益生态，残疾人社会组织

a  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一加一说》，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官网：http://www.yijiayi.org.cn/index.php?catid=14，
2016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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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采取的是多种行动策略的组合。总体来看，国内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表现出如下特征。

（一）嵌入式发展

不同于西方的托克维尔式公民社会，中国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常常是非制度化和非正式的。

因而，强调多元合作的治理理论，以及强调关系网络的嵌入理论，成为解释中国社会组织领域

一系列复杂现象的重要框架。无论是从制度空间、服务边界还是工作效能来看，国内社会组织

的残疾人服务和政策倡导都正在且应当嵌入到国家现行的残疾人工作机制和公共服务供给结构

之中。例如，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等残疾人社会组织在政

策倡导中所采取的集体上访、人大建议、政协提案等联合行动也是依托现行的制度化渠道。以

村（社区）残疾人协会的运营资金、人员配置、内部治理甚至发展战略都深度嵌入于城乡社区

体系。残疾人专门协会、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及其他由官方发起成立的残疾人社会组织在发展

战略、运营资金和内部治理方面也高度依赖残联。尽管 2015 年以来，省市残疾人专门协会加

快推进法人治理改革，逐步在民政部门登记，但是当前仍有相当数量的未能登记。

（二）网络化协同

如果说嵌入式发展是国内社会组织在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对现行残疾人工作机

制的双向调适，那么网络化协同则更能体现出它们在残疾人服务和倡导中的自组织性和主体性。

搭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供给的协作网络，有助于提升社会力量的高效集成、

专业技术的合理配置以及社会资源的联通共享，从而保障残疾人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和持续

化。典型案例包括心盟孤独症网络、融合中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网络、特需困难家庭疫情期

间紧急救助网络、守望心智障碍家长组织网络等。与此同时，网络化协同还蕴含着“去机构化”“去

中心化”等倾向，更加追求残疾人的主体性以及决策过程的民主化。

（三）项目制联结

在当下中国，项目制已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a 推进公益项目管理也成为残疾人社

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提升本行业专业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残疾

人服务公益项目成为联结残疾人社会组织、残疾人公共服务机构、残联、政府部门、受益群体

和利益相关方的重要媒介。例如，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承办的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和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实施的“集善工程 - 助听行动”，北京市

晓更助残基金会发起的“特需困难家庭疫情期间紧急救助网络”项目等。

（四）多业态融合

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仅需要政府部门、残联、残疾人公共服务机构和残疾人社会组

织的协同，更需要推动政府、公益、商业以及社会创新的跨界融合。我们由此看到，政产学研

在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密切配合，助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残疾人公共服务领

域大显身手。这不仅为残疾人社会组织的服务和倡导提供了专业支撑，链接更大范围的社会资

源，同时也为公益慈善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2022 年微信支付联合广东省残疾人就业创业促

a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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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会、广东省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广东省慈善总会、广东省天行

健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共同发起“自立小店”助力行动 ——扶残助残精神文明实践活动，依托“粤

群通”平台精准连接百万残疾人的能力，以及微信支付连接商家和个人的优势，聚焦为广东省

约 4 万个残疾人个体工商户提供纾困帮扶，让残疾人小商家开店无障碍、经营有保障。关注残

疾人事业的广大社会企业，以商业模式提供残疾人公共服务，以市场机制解决残疾人问题，这

本身就是这种多业态融合特征的生动呈现。

（五）新科技应用

面对残疾人服务需求的个性化，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社会组织的线下活动和跨地区社会服务

被严格限制，互联网、人工智能、远程教育技术、微信小程序等现代信息技术被残疾人社会组

织和相关社会企业积极应用于残疾人服务，为残疾人平等参与和充分融入社会创造无限可能。

例如，为了给孤独症儿童及家长提供更加专业的康复服务，深圳市复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组建

了一支涵盖孤独症儿童康复、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多学科的跨专业团队。作为科大

讯飞康复子公司的安徽爱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在交流无障碍和行动无障碍两方面服务残

疾人，同时将基础技术开放给残疾人，推动他们成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主体。2021 年，中国残

联出台《关于支持浙江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残疾人共同富裕的实施意见》，授予浙江“高

科技企业助残”全国试点，支持浙江探索成立科技助残企业联盟或以其他形式合作推动高科技

企业助残。在此背景下，浙江省残联部署在 2023 年组建全国高科技企业助残联盟，让科技成

果惠及更多残疾人。

四、现实挑战与对策建议

（一）制约残疾人社会组织发展活力的现实挑战

虽然残疾人事业取得了重要发展，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也逐渐完善，但当前我国残疾人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依然面临许多短板，残疾人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规模较为有限，发展活力尚未得

到有效激发。现实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所带来的法律身份问题。在现行的社会组织管理政策中，行业

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被允许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不再需要寻找业务主管单位。但是大量存在的残疾人社会团体、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及从事集

中托养、医疗康复、特殊教育、辅助器具适配等专业服务的残疾人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

单位），依然需要寻找业务主管单位并办理登记前置审批。此外，虽然北京、成都、顺德等地

区和中国慈展会等行业平台在社会企业认证工作方面先行先试，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社会企

业的资质认定和配套保障措施依然不够健全，残疾人支持性就业等创新服务受到较大限制。a

二是运作资金来源渠道相对单一所带来的使命漂移问题。当前，政府购买服务、基金会资助、

a  朱健刚、严国威：《从庇护性就业到支持性就业：对广东省残疾人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的多个案研究》，《残
疾人研究》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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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及公众捐赠、服务性收费、会员收费等是残疾人社会组织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

社会企业等自我造血模式仍停留在探索阶段。与此同时，慈善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的基础

制度建设尚未正式落地，部分残疾人社会组织的生存举步维艰。更重要的是，残疾人社会组织

在资源筹集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这不仅对残疾人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较大风险，

而且其业务模式、内部治理甚至使命愿景也可能会受到资助方的直接干预，a 从而逐步偏离组

织原本设定的社会目标。b

三是残疾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建设相对滞后。作为分类控制体系以及高度依赖政府资源的

后果，大部分残疾人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残联的伙伴关系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c 从行业生

态来看，不同类型残疾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存在较大差异，行政逻辑、志愿逻辑和资

源逻辑形塑着不同类型残疾人社会组织发展的底层架构和策略选择，由此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

的小环境。对于残疾人专门协会、村（社区）残疾人协会、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残疾人事业研

究机构等由行政逻辑和资源逻辑主导的残疾人社会组织而言，其法人治理机制建设和社会化改

革任重而道远。

四是残疾人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当前不少残疾人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较为

薄弱，难以满足残疾人多层次和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也无法为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提供基础支撑。d

残疾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普遍面临薪酬水平偏低、职业晋升渠道不畅、社会认可程度不高等问

题，残疾人专门协会和草根残疾人社会组织在内部治理、人才培养、能力提升、经费保障等方

面更是面临较大挑战，因而难以有效留住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服务人才。这不仅反映出部分残

疾人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薄弱，同时也暴露出行业生态中社会组织管理人才和残疾人服

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尚不健全。

五是残障公益生态发育程度较低。残疾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不可能也不应该是闭门造车，

而是需要推动整个残障公益生态实现更好发育，从而获得更多的行业推动、政策鼓励和社会支

持。然而，当前由政府部门、残联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以及相关社会服务机构、社会

团体、基金会、社区社会组织所构成的残障公益价值链尚不完善，难以有效为残疾人社会组织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立体支持。这突出表现为残联、残疾人专门协会、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及相

关残疾人社会团体的枢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培育发展残疾人社会组织的工作机制有待完善，

扶残助残的社会风尚以及全民公益的文化观念也有待持续营造。

a  Heng-hao Chang, "From Advocacy to Service Provision: Stat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in 
Taiwan," Disability & Society, 2019, 32 (3)；Weijun Lai, Anthony J. Spires, "Marke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Unveil-
ing the Impacts of Foundation-led Venture Philanthropy on Grassroots NGO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021, 
(245).

b  易艳阳：《助残社会组织内源发展动因与策略研究》，《江淮论坛》2019 年第 2 期；Shixin Huang, "NGO as 
Sympathy Vendor or Public Advocate? A Case Study of NGO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et Fundraising Campaigns in Chi-
na," VOLUNTAS, 2022, (33).

c  彭华民、万国威：《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内地与香港的三维比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段小蕾：《民间残疾人组织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残疾人研究》2013 年第 2 期。

d 葛忠明：《残疾人自组织规范化发展的路径探索》，《山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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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残疾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对策建议

作为社会自主性和公共性建设 a 的典型路径，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应当迈向整体性治

理的道路。针对上述现实挑战，本文认为，为激发残疾人社会组织发展活力，提升残疾人公共

服务供给能力，需要基于残障公益生态的视角推进如下重点工作。

一是推进社会组织立法，完善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制度环境。现行的

《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对某类社会组织或社会组织的某类业务活动做出了规范，但是相关修订工作明显滞后于社会组

织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出台一部社会组织基本法。因而，建议相关部门

适时启动社会组织立法工作，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为社会组织有序有效参与残疾

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重点在社会组织注册登记、法人治理、培育扶持、

信用监管、有序退出等方面加强立法创新，同时探索逐步放宽港澳社会组织在内地开展残疾人

服务的限制。

二是构建整体性治理网络，创新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工作机制。针对

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多部门协同治理效能未充分发挥的问题，应当确立以残疾人发展性

需求为中心的制度逻辑，推动政府部门从分散管理转向整体性治理，以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

员会为枢纽、以残疾人生活事件为中心打造多种类型的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专门工作小组以

及数据信息共享平台。与此同时，应当加大残疾人社会组织扶持力度，包括扩大政府购买助残

服务范围和规模、健全财政性资金扶持机制以及落实财税优惠政策等措施，鼓励社会组织为更

多残疾人提供医疗救助、就业支持、融合教育、托养照料、社会工作等服务。同时合理界定残

疾人社会组织与残联、残疾人公共服务机构、特教学校、康复机构的工作边界并建立联动机制，

推动各方迈向平等和自主的伙伴关系。

三是拓展多元化筹资渠道，增强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资源保障。针对

残疾人社会组织资源保障能力较为薄弱的问题，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加大社会组织纾困帮扶力度，

帮助残疾人社会组织克服困难。鼓励有条件的残疾人社会组织探索应用社会企业模式，提升“自

我造血”功能。基金会、慈善会等残疾人慈善组织可以积极构建冠名基金、慈善信托、社区慈

善捐赠点、社区慈善基金等多种形式的慈善平台，拓展资源来源渠道。此外，政府还应鼓励和

支持残疾人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开展资产保值增值投资活动，增强资源的可持续性。

四是增进科技赋能残疾人服务，强化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技术支撑。

这一方面包括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推动建立“时间银行”

助老志愿服务平台、“点单式”社区助残志愿服务平台、社区居民互助平台等智慧社区服务平台，

为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良好的信息支撑。另一方面是推进生命健康、人

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应用于残疾人服务领域的基础性研究，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参与智能化辅助

器具、康复设备、无障碍终端设备、盲文数字出版等领域新技术推广。

a 李友梅等：《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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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参与路径

Engagement Strategies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ublic Service System: A Case Study of 

Organization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Zhu Jiangang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ra of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emerged as a crucial force in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public servic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hile reinforcing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safeguard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lso actively 

encourages the participation of market player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delivering 

non-basic public services. This portrays a vivid image of China's disability sector progressively moving 

towards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Following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policies and industrie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professional service provision, voluntary service engagement, resource coordination, 

network formation, and policy advocacy as the primary strategies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involve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exhib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embedded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networks, 

project-oriented partnerships, multi-sector integr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Despite the 

improving policy environment for nurturing and expand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serv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China,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tic constraints on their development persist. Consequentl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promote social organization legislation,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network, diversify funding sources, and harnes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These eff orts will help foster a 

more robust philanthropic ecosystem dedicated to serv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Key word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ublic service system; social organizations; philanthropic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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